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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走向

余敏友　刘　衡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来 ,以改革开放为界 ,国际法的发展历经“破旧立

新求生存”和“改革开放谋发展”两个阶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是前一阶段中国

国际法发展的最大成就和贡献 。改革开放后 ,中国国际法在理论研究 、服务实践 、人才培养等

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新世纪的中国国际法已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总体上 ,中

国国际法与世界国际法的差距仍未缩小 ,不仅与中国和平发展对国际法的需要不相适应 ,而且

对实践和谐世界的构想构成重大挑战。扎扎实实地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进程 ,为和谐

社会与和谐世界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在中国法与国际法互动过程中推动国际法的中国

化 ,使世界国际法真正体现世界各大文明精华并成为维护全球社会长治久安 、公平正义 、和谐

发展的法律资源 ,是 21世纪我国国际法领域有关各方和工作者应当承担的历史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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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算起 ,中国与国际法的真正接触已有 170年 。在近两个世纪中 ,中国国际法从零星翻译

起步 ,仿日本 、学欧美 ,至民国时期 ,已初步建立近代国际法体系[ 1]
(第 492-495 页)。1949年新中国的成

立 ,标志着中国国际法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基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与国家需要 ,新中国国际法呈现出

与前一时期明显不同的特点。从建国至 20世纪 50年代中叶 ,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是全方位学习

苏联时期[ 1](第 495 页)。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使得国际法在中国除满足外交斗争的需要外 ,科学

研究 、教学与传播受到法律虚无主义的浩劫。伴随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新中国国际法

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以改革开放为界 ,新中国国际法发展大体划为以下两个阶段[ 2] (第 133-139 页)。

一 、 1949 -1978年:破旧立新求生存

以周鲠生先生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国际法学界主力基本上留在了大陆 ,加上相继从海外归来的部

分学者 ,包括杨浩龙 、倪征日奥 、李浩培 、王铁崖 、赵理海和陈体强等人 ,成为新中国国际法最为宝贵的人

力资源。他们既是新中国国际法学的奠基者 、开拓者 ,又是新中国国际法实践的践行者 、推动者 。一般

认为 ,对当时的国际体系而言 ,新生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个反对者 、挑战者 、革命者 ,直到改革开放重新向

世界打开大门。对当时的国际法体系来说 ,新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自然亦不例外 ,这一时期被人称之

为“体系外国家”阶段
[ 3]

(第 33 页)。

(一)1949-1966年:“另起炉灶”与“一边倒”

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集团和西方之间紧张的意识形态与军事对立 ,基于此种现实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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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针”是“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
[ 4]

(第 405 页);加上“彻底废除伪法统” ,这四

项原则对新中国初期的国际法发展有重大影响 ,决定了新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方向
[ 5]

(第 188 页)。

“另起炉灶”使新中国“脱离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法律体系” ,“中断了移植西方国际法的进程” ;

而“一边倒”则让新中国“步入了移植苏联国际法的道路” [ 6] (第 89 页)。新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进入了

全方位学习苏联的阶段
[ 7]

(第 515 页)。首先 ,中国认同苏联创立的以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国际法的学说作为

参与外交活动和从事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 。其次 ,中国在理论研究上也全面移植了苏

联国际法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法教育方面 ,基本上也是苏联国际法教科书的一统天下[ 6]
(第 89-94页)。在实

践中 ,第一 ,只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第二 ,只参加由社会主义国家主导

或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国际组织;第三 ,只参加由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或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参加

的国际会议和国际交流活动;第四 ,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国际法实践中与苏联保持步调一致。虽然 60年代

中叶以后 ,中苏关系公开破裂 ,但是 ,中国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基本上延续了 50年代的传统 ,以马列主义为

指导 、以苏联国际法理论为基础确立的国际法的框架体系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 6]

(第 94页)。当然 ,在具体问

题上 ,中国已表现出明显不同于苏联的观点。例如 ,中国国际法理论对苏联三种国际法的划分只给予了短

暂的支持 ,随即就公开反对[ 8]
(第 34-38页)。而且 ,“中国国际法学者在国际法理论上非常谨慎 ,他们对国际

法持一种实用 、利益导向的看法 ,经常将国际法界定为国际关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 ,西方世

界 ,尤其是西方学界非常关注新中国对既有国际法体系的态度和看法 ,他们主要从中国政府和外交部门的

声明 、发言以及《人民中国》、《世界知识》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新华社英文稿》等公开出版物和中国国

际法学者的有限研究成果中寻找蛛丝马迹[ 1] (第 489-490 页)。

建国初期 ,新中国最紧迫的外交任务就是要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承认 ,在此基础

上拓展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这涉及国际法上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政府承认[ 9]
(第 3-36 页),

财产 、债务 、条约的继承[ 10]
(第 135-142页),边界争端的解决[ 11]

(第 469-480、488-508 页),国籍问题[ 10]
(第 230-

234 页)等。在“两航公司案” [ 10]
(第 140-142 页)、“湖广铁路债券案” [ 12]

(第 296-318页)、“光华寮案” [ 13]
(第

401-404 页)等案件以及朝鲜战争
[ 14]

(第 533-537 页)、印度支那问题
[ 12]

(第 70-75 页)、中印边界争端等重大事

件中 ,国际法学界不但向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还向学界和社会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为这些问题的妥

善解决提供充分的国际法智力支持 ,为支持我国对外政策的立场和观点 、配合外交斗争 、维护新中国的

主权独立和国家利益做出了贡献。

在国际法实践中 ,基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和新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新中国领导

人对未来世界的理解与设想 ,新中国尤其强调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 ,坚持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 ,重视不

干涉内政等原则[ 15] (第134 页)。为了维护新中国的主权和独立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以美国

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而在中印边界 ,奉行“以和为贵”的中国也终于忍无可忍 ,两国之间爆发了

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积极支持广大亚非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 ,先后参加日内瓦会

议和亚非万隆会议 ,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 ,同它们一道以主权原则为武器 ,反对帝国主义 、霸权主

义和殖民主义。正如外国国际法学者所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不懈地主张主权原则并在其外交声明

中表现为主权原则的最热忱的拥护者。严格遵从主权不受侵犯原则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

鲜明特色 ,并被视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和整个国际法体系的支柱。”[ 13]
(第 282-283 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法实践丰富 ,而研究工作基本上是翻译 ,而且以翻译苏联的国际法教材和著作

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被西方学界奉为权威的国际法教科书《奥本海国际法》(第七版)由中国人民外交学

会编译委员会翻译出版。1957年出版了王铁崖与他人合译的《海上国际法》 。1957-1962年间相继出

版了王铁崖选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1689-1949)三卷本 ,成为国际法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 。1958年

王铁崖又翻译了汉斯 ·凯尔森的《国际法原理》一书 。但是 , “中国学者自己的成果甚少 ,民国时期已经

成名的一些国际法学者 ,如周鲠生 、李浩培 、赵理海 、王铁崖等 ,在 50-60年代基本上也没有发表有分量

的新成果”[ 6]
(第 92 页) 甚至有国外学者认为 在中国直到 1979 年才有国际法方面的学术论文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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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可否认 ,我国国际法科研工作者为新中国处理各种国际法问题比较好地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法律

见解 ,基本满足了新中国在国际法方面的需求 ,为巩固新中国的生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例如 ,在新中

国的承认(到底是国家承认还是政府承认以及承认的条件)、对前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国家债务的处

理等问题上 ,国际法专家们运用国际法基本原理 ,旁征博引 ,特别是结合西方国家在相同或类似问题上

的实践 、理论和学说进行了严谨而精深的分析论证
[ 16]

(第 425 页)。遗憾的是 ,与西方学界的长期隔离阻

碍了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学说在国际上的传播与影响。

在国际法教学与人才培养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大学等几所高等院校设立了国

际法专业 ,参照苏联模式 ,使用苏联的国际法教科书 ,开展新中国的国际法教育 。但是 ,系统讲授国际法

的时间很少 ,主要出于国家利益和政治需要 ,为外交斗争和对外交往输送实务人才。1957年开始的政

治运动 ,使国际法教学与人才培养受到极大影响。“就在学苏联还没有学够的时候 ,法律虚无主义已影

响到我们国际法的教学……。在 1958年以后 ,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国际法几乎是名存实亡。(一直到)

1962年到 1965年这个时期 ,我们经过了一个很短的恢复期 。(到)1966 年以后这十年就不堪想象

了。”
[ 1]

(第 496 页)陈体强亦称“1957年后 ,格于形势 ,搁笔伏枥 ,坐视光阴流逝 ,报国无门。”
[ 12]

(第 3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国际法的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之一”[ 13]
(第

263 页)。基于中国丰富的国际法实践与经验 ,首先见之于中印 、中缅双边条约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先后经过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其它国际法律文件的发展与确认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随着

70年代末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开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适用于全世界”
[ 17]

(第 3 页)。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很大程度上是对体现于《联合国宪章》之中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重申” [ 18]
(第 86 页)。它既是新中国

开展对外交往的基础 ,而且“它们构成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 19] (第 42 页), “并将成为新的国际秩序

形成的基石”
[ 20]

(第 7 页)。周鲠生首先从国际法层面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性质和重要意义
[ 11]

(第 440-451页)。改革开放以后 ,以王铁崖 、李浩培为代表的中国国际法学人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向全世

界推介新中国对世界国际法学的这一重大贡献[ 13]
(第 282-283 页)。诚然 ,从一定意义上讲 ,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提出 ,仍主要是基于防御心态 ,出于维护国家生存的基本需要。

(二)1966-1978年:劫后余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中国法制建设与法学发展陷入瘫痪 ,国际法亦不能幸免 , “1966年到 1976

年国内政治灾难时期国际法教学与研究彻底遭到破坏”[ 21] (第372 页)。一方面 ,各科研院校 、法律机构和

基本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馆藏图书和资料散失;另一方面 ,国际法工作者饭碗不保 ,不仅基本生活保障几

无着落 ,甚至人身安全也时刻受到威胁 。外交系统深深卷入无休止的批斗 ,对外实践受到很大影响 ,甚

至闹出了一些明显违反国际法的笑话。而对世界国际法的发展来说 , “20世纪 60年代国际法最大的单

一主题是`新'国际法的兴起”
[ 22]

(第 5 页)。但是 , “由于文化大革命 ,中国无法参与各项国际法事务”
[ 17]

(第 2 页), “革命”的新中国错过了国际法的“革命”岁月 。“遗憾的是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由于虚无主

义与取消主义的影响 ,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 ,国际法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受到干扰与冲击 ,长期

处于停顿状态 ,理论队伍日渐缩小 ,专业理论被弃置一边 ,使我国的国际法学水平落后了” ,中国国际法

学会第一任会长宦乡在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大会上如上回顾
[ 23]

(第 4 页)。

在艰难的条件下 ,周鲠生 、王铁崖 、陈体强和李浩培等中国国际法专家 ,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

和创建中国国际法体系的历史使命感 ,为中国国际法学的承前启后做出了重要贡献 。《奥本海国际法》

(第八版)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 。新中国国际法奠基人周鲠生于 1971年逝世是中国国际法的重大损失 ,

但其遗作《国际法》197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则是新中国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周鲠生教授

所著《国际法》一书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有分量的国际法著作 ,也是迄今(1981年 12月)为止唯

一的一部国际法教科书” [ 23](第 375 页);同时也是一部全面阐述中国学者 、学界和中国人对当时国际法

体系所持基本观点的著述 ,“被誉为世界国际法学中自成一派的法学著作 ,在我国的国际法学界具有权

威地位” [ 10]
(封底),其“学术价值极高 ,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建立到 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外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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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实践 ,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国际法学的最高成就 。”
[ 24]

(第 300 页)

与国内形势不同 ,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亚非拉争取民族解

放和国家独立的非殖民化运动成效卓著 ,大国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准确抓住这一微妙时机 ,及时调

整外交政策 ,改“一边倒”为“两个拳头出击” ,后来又根据形势的发展调整为“一条线”战略 。在外交斗争

与对外交往中 ,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法实践经验 。而经过外交界 、国际法界和其它各界的坚持不懈的

共同努力 ,中国的外交实践取得了重大突破: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 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从政治上 、法律上 、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标志着新中国在政治上正式获得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现行国际法律体系的接受和认可。此后 ,美国

总统尼克松访华 ,中美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机 ,中美和解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 ,也为新中国国

际法重新确立在国际体系中的坐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

在国际形势利好鼓舞下 ,这一时期中国国际法的发展体现了国际关系对国际法的“促进”特征 。虽

然这时中国国际法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仍然处于停滞时期 ,但国际法研究已开始缓慢恢复 ,国际法实践更

是得到极大丰富 。中国和更多的国家建立了或开始谈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签订了一些双边和多边条

约 ,开始有选择地加入或准备加入国际组织。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 ,尤其是团结新独立国家 ,以联

合国为主要舞台 ,为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如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在长期的外交实

践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以国际法为武器进行反帝 、反殖 、反霸斗争 ,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和要

求[ 13]
(第 282-283 页),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益 。例如 ,中国参加 1972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

会 ,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制定进程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第三世界国家一起谋求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如果说中国国际法科研与教学融入世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那么国际

法实践的这项工作则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时乃至更早时候就已经全面展开了。

(三)1949-1978年中国国际法的主要特点

综上所述 ,回顾新中国国际法 1949-1978年前 30年的发展历程 ,不难看出:

第一 ,迫于形势 ,新中国对当时国际法体系的总体态度是批判 、排斥 ,但重视 、尊重其中符合其国家

利益的部分。因此 ,对现行国际法采取的是辩证分析和“一分为二”的政策 。

尽管中国对西方国家所主张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原则 、规则(其中包括为它们压迫和剥削弱小国家提

供理由的原则 、规则)持怀疑态度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成立后很快就认识到 ,对于新生的共和国 ,国

际法是有用的 ,也是必要的。它是有用的 ,因为它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不受外来的侵犯;它

是必要的 ,因为没有它 ,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维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承认国际法 ,而且在其

对外关系中适用国际法原则 、规则
[ 13]

(第 328 页)。毫无疑问 ,新中国拒绝 、排斥与否定的是传统国际法中

维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利益的原则和规则 ,强调遵守的是对调整各主权国家间建立在平等和独立基

础上的关系的各项原则和规则 。中国对传统国际法律秩序的很多方面持明显批评态度 ,而接受《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 15] (第135 页)。中国自一开始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

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内容的国际法体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重与期望 ,一直谋求融入以联合国为中

心的国际体系。新中国一成立 ,随即就向联合国等重要的国际组织或其它机构提出了自己的权利要

求[ 11]
(第 509-520);从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 、中印边界争端等重大事件中的态度 、声明 、发言和国际法学者

的政论性论文中都可以看出新中国对当时国际法体系的某些好感。新中国采取了把西方国家和国际体

系分开 ,指责联合国安理会在没有苏联和新中国参加的情况下通过决议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

非法行为 ,美国假借联合国名义纠集多国部队行侵略之实 ,目的在于扼杀新中国;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

第七舰队的行为是对中国内政赤裸裸的干涉 ,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 。在中印边界争端中 ,中国在政

治 、军事各方面均占优势的情况下 ,仍然以国际法为准绳 ,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态度 ,对印

度则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同时表达坚决维护国际法的权威 ,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决心 中国还支持印度支那反抗法国殖民者 、追求民族独立的斗争 在日内瓦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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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国际会议上 ,新中国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 ,进行了有理 、有利 、有节的斗

争
[ 12]

(第 12-18 、76-81、106-110、133-140 、145-148 页)。但是 , “在冷战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 ,中国被排斥在国际

立法活动之外 ,她的合法席位也被国际法律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所拒绝”[ 15]
(第 135 页)。由于国内形势

与国际关系的现实 ,虽然新中国成立时强调国际法研究的重要性[ 25] (第 57 页),新中国国际法同新政府

一样因为被孤立而没有选择地被迫孤立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之外 。

第二 ,新中国强调主权原则 ,注重利用国际法中合理的部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民族独

立和国家尊严。

第三 ,同对待当时的国际秩序一样 ,新中国始终想通过努力一定程度地打破既有国际法体系 ,建立新

的更符合自身利益要求的国际法体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是破旧立新的初步尝试和集中体现。

第四 ,新中国有限的国际法力量大都投入到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 ,以贯彻落实外交政策 ,发展对外

关系 ,开展外交斗争 ,保障新中国的独立和尊严。

第五 ,虽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包括意识形态的影响 ,新中国初期主要以移植苏联国际法为主 ,乃

至后来与外界基本隔绝 ,但中国国际法学者们的研究深度与高度可以说仍然是新中国 60多年来的一个

高潮 。“我国在一系列的国际法问题上 ,如对承认 、继承 、国籍 、领土 、条约 、使领馆制度 、和平解决争端等

方面 ,都有新的创造 ,对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 20]

(第 7 页)

新中国前 30年国际法的发展 ,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又走到了另一个新的起点。这既是一段难以忘

怀的革命岁月 ,体现了中国人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也铭刻着中国追求正义与和平的执着坚

韧 ,记录了国际法发展史上中国破旧立新的一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这种革命与追求的最佳诠释 ,

也是新中国国际法前 30年的时代主题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中国国际法

走向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 。

二 、 1979 -2009年:改革开放谋发展

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 ,新中国和新中国国际法真正

与世界面对面。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在 1979年的第一天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从根本上改变了国

际政治中的大国关系 ,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国际关系生态。这些国内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 ,既

是中国国际法迅速恢复与快速成长的动力和催化剂 ,也让中国从国际法律秩序的革命者 、批评者逐渐化

为主动参与者 、积极维护者与重要建设者。这一阶段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979-1989年:“第一个春天”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起止事件 ,从国内来说 ,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到 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就国

际而言 ,则是中美正式建交到西方国家以政治风波为由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这一时期是

中国与西方 ,尤其是与美国关系的蜜月期。中国国际法的情况是“迅速恢复”与“快速成长” 。

因工作与研究领域的特殊性 ,中国国际法学界较早感受到了“春江水暖” 。1978年邓小平提出“我

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工作”
[ 26]

(第 137 页)。以此为契机 ,中国国际法迎来了被称之为“第一个

春天”的“空前迅速发展的时期” , “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20]

(第 6 页)。事实上 ,

从 1977年开始 ,我国的国际法学就已经进入这个“空前迅速发展的时期” ,同法学其它部门相比 ,国际法

是最快恢复的。中国国际法学会是第一个法学学会;国际法教材也是法学教材中的第一本教科书。

1979年《国籍问题的比较研究》(李浩培著)的出版是春天的序曲。1980年 ,中国首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

全国性学术团体 ———中国国际法学会在北京宣布成立 ,这是中国法学学科中成立的第一个研究会。

1981年 ,中国第一批全国通用的国际法教科书出版 。一时间春回大地 、万象更新[ 1]
(第 496 页)。

1.国际法研究很快开展并活跃起来

(1)国际法专门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与恢复。1980年 ,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率先建立了国际法研

究所 作为研究国际法的专门机构 外交学院恢复了设于上世纪 50年代的国际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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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设立了国际法研究室 。

(2)国际法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刊发行。1982 年 ,由中国国际法学会主办 ,王铁崖和陈体强担任(首

任)主编的《中国国际法年刊》正式出版发行 ,是“我国国际法学界一件大事” [ 23]
(第 3页)。中国国际法学

者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争鸣的园地 。1983年 ,出版《中国国际法年刊论文选》

英文版。1989年由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法论丛》创刊。

(3)国际法学术活动的开展。这一时期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国际法学术活动 。在

这些学术活动中 ,最为引人关注的是从 1985年起 ,连续举行了四届“全国青年国际法学者研讨会” ,并且

将研讨会成果结集出版。北京市国际法学会组织了首届国际法学会年会 ,出版了年会成果。

(4)国际法研究人员增加 ,研究成果增多 ,研究领域扩展 。以《中国国际法年刊》的统计资料为例 ,

1979 -1988年九年间出版国际法图书超过 240部[ 27]
(第 713-728 页)。1979 -1984年五年间报刊上国际

法文章索引占篇幅 18页 ,约 360篇[ 28] (第 625-642 页);1985-1987年三年间报刊上国际法文章索引占篇

幅 78页 ,约 900篇
[ 29]

(第 749-826页);1988-1989年两年间报刊上国际法文章索引占篇幅 72 页 ,约 950

篇[ 24]
(第 405-476 页)。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呈几何级数增长 。这一时期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随着我国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对国际经济法问题的研究大有超过对传统国际公法问题的

研究之势 ,出现了有关国际民商事的研究 ,国际法研究领域大大扩展 。

(5)国际法著述的翻译与出版 。这一时期 ,一方面 ,出版了一批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国际法教材或专

著的高质量的中译本 ,包括菲德罗斯的《国际法》、阿库斯特的《现代国际法概论》 、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

的《国际法基础》 、斯塔克的《国际法导论》 、科热夫尼科夫主编的《国际法》等。另一方面 ,中国国际法研

究的两部奠基之作 ,亦是经典之作———梁西所著《现代国际组织》和李浩培所著《条约法概论》分别在

1984年和 1987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和法律出版社出版。总而言之 ,“国际法的研究工作也较快地开展

起来 ,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 1980 年 ,我们还没有自己编写的公开出版的国际法方面的教科书。

而今天 ,在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 、国际贸易法 、海商法等等方面 ,都正式出版了教科书 ,此外还出版了一些

有关国籍法 、国际经济法 、国际投资法 、国际货币法等等专著 。在报刊上 ,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论述国际

法的文章 。翻译出版的外国国际法著作和资料也有所增加 。” [ 28]
(第 312 页)

2.中国国际法实践全面转向改革开放

基于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准确判断 ,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对外方针政策 ,主动与世界各国和

主要国际组织加强联系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1)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

员资格 ,1981年成为联合国外空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进行了接触并于 1986年就恢

复中国的成员资格展开谈判准备工作。

(2)中国国际法专家学者开始在国际法律机构担任职务。倪征日奥 1981 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

员会委员 , 1984年当选为新中国在国际法院的首任法官。倪征日奥的当选“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

国 ,不仅在政治上 ,经济上 ,而且在法律上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
[ 30]

(第 379 页)。

(3)加入或批准了涉及不同领域的多项国际公约 。如 1980 年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 , 1982年加入《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 ,1986年签署并于 1988年批准《禁止酷刑和其它残酷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惩罚公约》 。

(4)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和与国际法有关的主要活动 ,例如:谈判与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全面

参加联合国外空委员会会议 、联合国海底管理局和海洋法法庭筹委会会议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会议 、

国际海事组织法律委员会会议 、世界法律大会 、南极条约体系会议等等 。1984年和 1987 年 ,中国分别

和英国 、葡萄牙就解决香港 、澳门问题达成协议 ,在国际上被誉为通过谈判协商的和平方式成功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并改善国家关系的范例 。正如国外学者所言 , “中国承担了广泛的国际法律义务 ,加入了大

量的国际组织 在……以前 这是不可想象的 ” [ 5]
(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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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随着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启动 ,国际法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 188 、189条首次规定了对国际条约的适用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42条增加了对国际惯例的适用规定。此种条款规定成为其它若干法

律法规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时援引的标准模式。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法》第 13条第一次将“国际法”引入了中国法律体系。国际法的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逐步展开 ,五大政

法院校和主要大学法律系 ,以及外交 、外贸 、军事 、公安等院校恢复招生。北京大学于 1978年开始招收

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 1979年开始招收国际法专业本科生。“由于国家开放对国际法人才的大量需求 ,国

际法成为学生偏爱的课程之一”
[ 15]

(第 135 页)。国家开始公派研究生出国攻读国际法学位 ,并与国外大

学就国际法人才的培养进行校际交流等 。

4.中国国际法学界与世界国际法学界的交流沟通非常频繁

经过近 30年的尘封之后 ,中国国际法学界迫切需要了解整个世界国际法发展的状况;而在这个时

期 ,世界国际法已经迈开“走向新世界”的步伐 ,外界对新中国这一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

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也一直充满好奇 。自 1981年起 ,中国先后有四位国际法学者被选入国际法研究

院担任联系院士或院士 。1986年和 1987年分别加入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1987年 4月海牙国际法研究院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联合举办了北京讲习班。

(二)1990-2000年:化危为机

1989年政治风波后 ,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 。随着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 ,美欧取得了冷战

的胜利 ,雅尔塔体系崩溃 ,冷战时代终结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优

势 ,世界格局处于调整时期 ,各种矛盾发生变化 ,甚至局部激化。这一时期 ,与国际法有关的重大事件主

要有:1991年 1月 17日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 ,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

伊拉克发动了海湾战争。1993年 4月 27日—29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

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1993年 7 月 23 日—9

月 4日 ,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

“银河号”事件。1994年 4月 15日 ,历时 7年半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结束 。1995

年初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成功务实地实现了关贸总协定向世贸组织的过渡 ,摆脱了国际贸易组织夭折的

近50年阴影 。1997年 6月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7月 1日 ,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 3月 24日 ,在没有得

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 ,北约以“人道主义干涉”之名发动了科索沃战争 , 5月 8日 ,北约导弹袭

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12月 20日 ,澳门回归祖国。2000年 9月 7日 ,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千年

首脑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

另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就是继续进行的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 TO)谈判。为谋求加入

WTO ,中国进行了历史上(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立法清理工作 ,涉及法律法规共 3000余

项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综合法律框架 ———包括有关国内治理的法治原则和透明度原则 ———建立起来

了 ,很多广为接受的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并入到中国国内法中
[ 5]

(第 186-210 页)。同时 ,在国内开展了史

无前例的全民普及W TO知识的活动 , “这一时期 ,中国出版的与W TO 有关的图书和发表的与W TO

有关的论文可能超过了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总和”[ 32]
(第 737 页)。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 ,一方面 ,集中体现

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面对国际法律秩序的自信以及对它们的期望;另一方面 ,也是既有国际法律制度对中

国政府对外行为的规范和对中国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影响与渗透日益加深的过程 。

与“第一个春天”相比 ,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 ,中国国际法研究与教学 ,遭遇了暂时的困难:发

展缓慢 ,经费匮乏 ,图书资料缺失 ,中青年国际法人才(特别是从事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人才)流失。1996年

1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江泽民主席在听取了国际法讲座之后 ,就有关国际法问题发表了重要讲

话
[ 20]

(第 3-5 页)。从此 ,我国国际法的发展出现了转机 ,迎来了迟到的“第二个春天”
[ 20]

(第 450 页)。

中国国际法方面的重大活动与事件包括 1990年王铁崖和李浩培应邀至海牙国际法研究院暑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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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 , 1990年在北京主办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 ,并派代表团参加 1991年 、1993年西班牙第十五届和

菲律宾第十六届世界法律大会
[ 21]

(第 480-482 页)。两次举办属于联合国“国际法十年”活动组成部分的

国际研讨会。1993年 ,王铁崖 、邵天任 、端木正和李浩培当选为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李浩培开始

担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法官。1994年史久镛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 ,贺其治被选为联合国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95年以王铁崖教授和薛捍勤博士为主要成员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国际

公法大会 。1996年 5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96年联合国

海洋法法庭正式成立 ,赵理海教授成为 21名法官之一 。

国际法的教学 、研究与传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第一 ,国际法专业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规模

扩大 ,布局比较合理 。在普及和提高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开始步入正轨 ,渐趋合理 。第二 ,培养了大批

国际法专门人才 ,充实师资队伍和法律 、外交 、经济及各有关部门 。第三 , 具有一个年龄结构比较合理

的国际法师资队伍。第四 ,国际法教材经逐步修订 ,日臻完善 。第五 ,科研成果丰富 ,各种资料逐步健

全。从 1991年起 ,中国国际法学会为适应形势的迫切需要 ,成立了关于联合国问题 、海洋法问题和关贸

总协定问题三个研究小组 ,进行经常性有组织的研讨与交流 。为应对国际法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尤

其是人才流失的问题 ,连续召开国际法教学研讨会 ,讨论人才培养的工作。国际经济法学科取得了较大

的发展 , “当代中国 ,社会的发展已经把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 21]

(第 235-248 页)。

继 1983年国际经济法大讨论之后 ,1995年《中国国际法年刊》再次设国际经济法专栏
[ 32]

(第 271-316 页)。

遗憾之处是 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二级学科调整为

“国际法”一个二级学科。1995年 6月中山大学召开了“国际法国际研讨会” ;10 月在北京举行了“纪念

联合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 32]

(第 13-92、 321-325 页)。1996年 12月 ,在京召开了主权问题专题研讨

会。1997年 6月和 12月分别举行关于主权问题的小型座谈会和研讨会 ,并就有关中国加入 WTO 问

题 、人权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问题组织了专题报告会 。1999年 7月在北京召开“海牙和会 100周年纪

念会暨国际人道主义法研讨会” ,以及海洋法的发展和 WTO 专门报告会 。专业期刊方面 , 1990年外交

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法论丛》第 1 、2辑出版 ,这是除《中国国际法年刊》外最早的国际法专门

期刊;1999年由北京市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编辑的《国际法学论丛》创刊出版 。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迁和改革开放政策目标明确定位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

治国家 ,中国对现行国际法体系的态度 ,发生了变化 ,日益趋于积极肯定:“从总体上说 ,目前的国际法体

系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经济发展的。但是也应看到 ,由于受形成条件和国际社会某些政治因素

的制约 ,国际法体系也包含一些不合理的成分 ,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对国际社会发展进程中出

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还需要建立新的合理的规范 。” [ 20](第 4 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重视国

际法的重要性 ,相信国际法有助于促进和平 、稳定与发展”
[ 18]

(第 85 页)。

(三)2001-2009年:“黄金时期”

2001年 9·11事件使国际关系与世界形势再次发生戏剧性变化 ,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 ,人类进入

新世纪。唯一的超级大国执意要当“国际法体系与规范的挑战者”
[ 22]

(第 15 页),频频在国际规则和国际

组织框架之外采取单边行动 ,使国际法律秩序和世界国际法的发展遭遇“危机” 。9月至 12 月美国对阿

富汗发动空中打击 ,试图消灭发动“9·11”袭击的基地组织 ,推翻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 。2003年

3月 20日 ,在安理会通过武力打击伊拉克决议无望的情况下 ,美英借口反恐对伊拉克进行武力打击。

2001年 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 4次部长级会议启动了世贸组织的多哈发展议程谈

判。12月 11日 ,经过近 15年的风雨坎坷 ,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 143个成员 ,标志着新中国在经济

上正式融入世界贸易体制 。2008年 8月 8日至 24日 ,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行 ,标志着新

中国在体育方面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主办者的重大转变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

危机爆发。11月 15日 ,胡锦涛出席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主张四项措施改革国际金

融体系 中国成为峰会上最受各国关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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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的变化与中国的快速发展 ,为中国国际法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 ,中国

在新世纪面临着发展经济 、实现社会公正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使命。中国国际法学界围绕国家的大

政方针 、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 ,就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所涉及的重大国际法理论与实践问题展

开一系列针对性的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我国国际法的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已进入黄金时期”
[ 33]

(第 33 页)。下面的一些统计资料可以作为佐证 。

1.中国国际法学会学术年会是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指示器与风向标

2001年以来 ,中国国际法学会学术年会在“展望 21 世纪国际法发展” 、“21 世纪初的中国与国际

法”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 、“国际法与国际秩序” 、“国际法与构建和谐世界” 、“机遇与挑战:中国

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法问题”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际法学”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国际法

学”和“中国在变动中的国际法律秩序中的角色”的主题下 ,探讨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建设和谐世界涉及的

重大国际法理论与实践问题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 30年来取得进步与成就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研究中国

加入W TO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保护的责任和国际公约的制订等国际法专题。

议题广泛 ,讨论深入 。

2.创办国际法专业学术期刊

作为主要的学术阵地 ,目前我国综合性国际法专业期刊主要有 12种 ,除《中国国际法年刊》和《国际

法学论丛》外 ,其余 10种均创刊于这一时期。

表 1　2001 年以来创刊的综合性国际法专业期刊一览表

序号 刊物名 主办/出版 创刊时间

1 Chinese Journal of I nte rna tional Law Oxfo rd Univer sity P ress 2002

2 当代国际法论丛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2001

3 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 2002

4 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5 武大国际法评论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2003

6 跨国法评论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2004

7 国际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 2006

8 武大国际法讲演集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2006

9 国际法与比较法论坛 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 2006

10 国际法评论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2007

　　3.国际法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也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全国 600多所大学开设国际法专业课程
[ 34]

(第 811 页),共有 16所大学和科研

机构具有国际法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每年招收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超过 100名。共有 64所大学

和科研机构具有国际法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有 6所大学的国际法专业是国家重点学科 ,是法学各专

业中重点学科最多的 。1980年成立的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在 2000年 9月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

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后 ,又在 2004年以“国际法与国际新秩序创新基地”列入“985工程”

二期建设项目。2005年成立的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Xiamen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以促

进亚洲国家间 、以及亚洲与其他地区间的国际法研究 、教学和交流为宗旨 ,对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 、地区

间的国际法交流和中国国际法教学 、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批在国外或国际组织或机构学习 、研

究 、工作的国际法学者回到国内 ,对推动中国国际法的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科研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相当

的建设性作用。此外 , 2006年中国国际法学会 、武汉大学法学院和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在武汉大学

联合举办了“中国青年国际法学者暨博士生论坛” ;2008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学位管

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联合主办 ,武汉大学法学院和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联合承办第一届“全国博士生学

术论坛(国际法)” ,对国际法学术交流 、人才培养 、推广普及都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71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63 卷　

4.出版的教材 、专著 、译著数以百计 ,公开发表的各类论文更是数以万计

涉及领域众多 ,既有重大理论性问题 ,也包括具体技术性问题 ,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针对世界范

围内国际法发展的新问题 、新动向和新趋势 ,如“反恐与使用武力” 、 “国际法的碎片化” 、 “保护的责

任” 、“联合国改革”和国际法的“道德化” 、“市场化” 、“绿化”和“制度化”等 ,开展针对性研究 ,阐明了中

国国际法学者的见解 。2006年 11月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时任中国驻荷兰王国大使薛捍勤博士

在海牙演讲对当代国际法中几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主权观念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国际法的碎

片化 、保护的责任和国际刑事管辖权)阐述了中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发展中世界)学者的主流观点[ 8]
(第

83-93)。易显河教授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共进国际法”
[ 35]

(第 18-39 页)、“领袖型国家”
[ 36]

(第 737-772 页)的

概念 。曾令良教授系统地论述现代国际法人本化发展趋势
[ 3 7]

(第 90-130 页)。这些均体现了中国国际法

学者在争取国际法话语权方面的创新性探索 。

此外 ,2008年 6月 ,张月姣教授就任W TO上诉机构成员 ,也是这一时期国际法发展的重要表现 。

(四)1979-2009年中国国际法的主要特点

将改革开放后 30年与改革开放前 30年中国国际法发展情况进行比较 ,可以看到中国国际法这 30

年的重大变化。

1.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在数量上有了重大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仅参加了 20 个国际组织和 34项国际条约以及

5000多项双边条约;而改革开放 30年间 ,中国参加了 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缔结了 300 多项国际

条约和 15000多件双边条约 ,近几年缔结的双边条约更以每年 500至 600项的数量递增。在司法协助

领域 ,截至目前 ,中国与近 60个国家谈判缔结了 103项双边民事 、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在边界方

面 ,中国已与 14个陆地邻国签订了 18项边界条约或协定 、12项勘界议定书。在环境领域 ,中国参与的

相关谈判接近 20项 。

2.不仅是简单的数量变化 ,而且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中国被视为既有国际法律制度的潜在反叛者 。今天 ,至少在美

国的决策层心目中 ,中国被描绘成世界秩序的利益攸关者。 ……近年来 ,世界目睹了中国从一个旧国际

法律制度下抱着受害者心态的弱者向现有国际法律制度积极维护者的重大心理转变” [ 38](第 716 页)。美

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最近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已不是世界曾经熟知的那个寻求推翻国际秩序的

`修正主义的' 制造不稳定的大国(a“ revisionist” destabi lizing pow er tha t sought to ove rturn the

internat ional order),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深卷入全球事务之中并日益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支持者

和贡献者 。中国已经是后冷战国际秩序(the post-Co ld War order)的一个重要受益者(a considerable

benef iciary)”
[ 39]

(第 22 页)。

更为重要的是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与国际关系的深刻调整 ,中国因素已经成为解决诸多国际问

题不可或缺的元素 ,中国已成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国际谈判中不可或缺的一方 。沈大伟认为 , “中国过去

避开多边主义 ,怀疑它是西方世界的某种阴谋 。尽管现在北京在世界上仍然是一种选择性的多边主义

者(a selective mult ilateralist globally)-即参与某些事务而不介入另一些事务 ,但是总的趋势是积极的

并在向世界共同体作更大更多的贡献。 ……的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可能是世界大国中对联合国最

大的拥护者(the g reatest advocate of the U .N .am ong the major pow ers)。” [ 39]
(第 22 页)例如 ,中国向联

合国提供的维持和平人员超过联合国安理会其他任何一个理事国所提供的维和人员 。

2008年 7月中国首次跻身W TO多哈回合核心谈判圈;自 2008年 11月以来 ,在 20国集团华盛顿

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 、伦敦金融峰会以及匹兹堡峰会上 ,中国都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作用。

3.国际法研究特点

(1)注意运用国际法原理分析国际热点问题;(2)研究方法有所创新和突破;(3)注意与中国的实践

相结合;(4)学术交流活动频繁;(5)重视国际法的教学问题[ 40]
(第 76-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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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以来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国际法重大攻关项目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法研究 、

WTO 保障措施协议及我国相关立法研究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制建设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 、中

国在解决国际争端和全球性问题的建设性作用研究 、促进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制研究 、发达国

家新能源法律政策研究及中国的战略选择和危机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法律路径等;教育部资助的国

际法重大攻关项目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重大项目有W TO协议在我国实施中的重大法

律问题研究 、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国际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能源完全问题研究 、奥运会与国际体育争端

解决机制研究 、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可移植性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研究 、涉外民商事判裁的法律方

法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与中国的法律对策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洋权益法律保

障研究 、国际法院程序改革和案例新发展与中国的对策研究和国际私法中的公法适用问题研究等;司法

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部级重点研究项目包括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资源安全法律保障研究 、

WTO 与我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改革 、中国海商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W TO 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安全

研究 、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研究 、国际法实施机制研究 、提单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与南沙群岛周边国家海域

划界问题研究 、国际反腐败公约与国内法协调问题研究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制度研究 、金融服务国

际化法律问题研究 、美欧针对中国知识产权执行法启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对策研究 、构建和谐

世界视野下的国际法治问题研究 、国际能源开发法律问题研究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研究等国际法

课题 。从中可见国际法研究之繁荣 。

4.改革开放 30多年来 ,中国国际法始终引领中国法学现代化的潮流

“在我们中国的法学界里面 ,在我们中国的法学现代化这个过程里面 ,国际法是走在前面的 ,比国内

法走在前面。”
[ 1]

(第 491 页)改革开放以后 ,同法学其它部门相比 ,国际法是恢复得最快的。中国国际法

学会是第一个法学学会;国际法教材也是法学教材中的第一本教科书。虽然与世界国际法也有很大的

差距 ,但国际法恐怕仍是与世界法学界隔阂最小 、交流沟通最畅通的一个法律部门。这与中国在改革开

放政策推动下对外关系的发展有关 ,也与国际法本身的特点有关。与此同时 ,经过改革开放 30多年的

不懈努力 ,国际法对中国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已渗入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国家机构和政府机关处理的很多问题与国际法的关联性越来越强 ,与国际法相关的岗位越来越多 ,

国际法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一 ,国际法全面渗入中国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

门;第二 ,涵盖国际法的主题广泛;第三 ,适用国际法的方式多样;第四 ,推动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和以人

为本;第五 ,国际法在国内实践中得到切实执行。

改革开放 30多年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 ,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 。对中国国际法来说 ,是改革与合作的 30多年 ,是谋求和平发展的 30多年。在这

30多年中 ,中国已不再是当初一心想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者 ,而是从被动加入到积极参与 ,在

承认现有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基础上 ,提出建设性的改革方案 ,谋求和整个世界(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和广

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一起 ,共同促进国际合作与进步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改革开放 30多年的实

践表明 ,中国重视和运用国际法 ,在中国面向世界开放 、融入世界和影响世界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通过融入当代国际法体系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既享受权利又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 ,不仅为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制度支持 ,而且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面向未来:科学发展创和谐

(一)建国 60多年来我国国际法的主要成就与问题

新中国成立 60多年来 ,国际法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国际法不仅已经成为我国依法治国 、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是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宝贵法律工

具。具体来说 ,主要表现为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 形成了处理对外关系的国际条约与法律体系 为国家各个领域的对外工作搭建了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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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来 ,随着建交国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8个增加到现在的 171个 ,我国签订了数以万计的双边

条约;随着我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 ,参加了 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缔结了 300多项

多边条约 。这些对于我国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比较可

靠的国际法律保障。与此相对应 ,我国也在国内法中制定了处理对外关系的法律 、法规 ,建立了规范国

家各个领域对外关系的基本法律制度。

第二 ,形成了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国际法专门人才的培养体系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众多

的国际法专门人才。现在全国有 600多所高等学校开设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必修课 ,有

6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招收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有 1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招收国际法博士研究生 ,还有

10多个国际法博士后流动站 。每年毕业的国际法硕士和博士人数以千计 。如从国际法教学科研人员 、

国际法硕士和博士等高级专业人才的数量看 ,中国可能位居世界前列 。

第三 ,建立了各种不同层次的国际法学术团体 ,既有全国性的 ,也有地方性的 ,既有国际法综合性的

学会 ,也有更专门的国际法协会或学会 。每年有关国际法的各种学术会议众多 ,谈论的议题相当广泛和

专业 。

第四 ,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国际法教学科研成果 ,从教科书 、教学参考资料 、案例与法规汇编到国际

法辞典和百科全书再到各种专门深入系统研究某一具体国际法问题的学术专著 ,从研究报告到各种不

同水平的国际法学术论文 ,产量在全球名列前茅。

第五 ,在中国与国际法 170年的历史中 ,中国在经受国际法 100多年(1840 -1949)的痛苦折磨之

后 ,60多年来 ,就中国自身而言 ,她已基本上完成了从国际法律社会的反抗者(1949-1978年)到接受者

(1979-2009)的过渡;而就国际法律社会来说 ,中国已经从一个充满敌意的体制外国家转变为一个建设

性的新成员。

新中国成立 60多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国际法事业取得的显著成绩有目共睹 ,但是 ,如

果将这 60多年的发展成就放在整个世界国际法发展的坐标中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国际法学与世界国

际法研究的距离不仅没有缩小 ,似乎还略有拉大。

总体上 ,如以时间为标准 ,中国国际法与世界国际法的发展时差 ,大约是 15-20年。就整个世界而

言 ,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第一次缓和 ,从 1960年开始 ,国际法的发展逐渐走出二战后剑拔弩张的政治与军

事对立的阴影 ,开始了国际法的“扩展”时代;对中国国际法来说 ,对应的时间点是改革开放政策确立的

1978年 。1985年 ,东西方关系的第三次缓和进程启动 ,同时迈开了国际法走向“新世界”的步伐;对中国

国际法来说 ,对应的时间点是 2001年 ,是年中国加入W TO。纵观世界 ,欧美发达世界的国际法理论与

实践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之中 ,系统的前瞻性理论与研究成果不断推出 。大多数时候 ,我们只能零碎地被

动地做一些译介与跟踪工作 ,不用说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理论与学说 ,甚至连作一点简单的回应有时都会

力不从心 。新中国初期几乎没有开展国际法研究的条件 ,改革开放前国际法研究一直断断续续并与外

界几乎隔绝近 30年 ,但是中国仍有民国时代留下的几位世界级国际法专家学者 。今天 ,世界主要的国

际法律机构和国际法学术团体都有中国国际法学界的杰出代表
②
。尽管从数量上看 ,中国的国际法研

究人员 、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但就质量而言 ,很难说已经超越甚至还没达到老一

辈国际法学者们曾经到达到的高峰 。十多年前 ,王铁崖先生就指出 ,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法学方面极少

有接近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 ,这种情况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需要是极不相称

的。”
[ 20]

(第 10 页)时至今日 ,仍是如此。

第一 ,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未能深入系统研究 。关于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理论主要还是介绍国外的

学说 ,自己的见解很少 ,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更少[ 3]
(第 33-35 页)。更为严重的问题是 ,在跟别人跑的时候 ,

可把自己仅有的几颗芝麻也丢了。国际法院史久镛法官就曾感慨 , “这些年里 ,中国法学界在强调借鉴 、

接轨的同时 ,对中国法律人自己独创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淡漠了 ,乃至不大提及了。”
[ 41]

(第 14 版)迄今为

止 ,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们再也找不出可以贡献给世界国际法理论体系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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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对国际法的许多实践问题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与研究。一方面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丰富

的国际法实践 ,缺乏深入的发掘 、明晰的梳理和全面的总结;另一方面 ,对于国家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中

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不能提供系统而坚实的国际法智力支持。例如 ,这些年来 ,在西方的推动下 ,国际

人权法发生了很多变化 ,进而对国家主权 、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做出新的解释 ,在国际法实践

和国际关系中给广大非西方国家 ,包括在我国的涉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上 ,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要么

仓促应对 ,要么根本就不知如何应对。要开创我国国际法研究的新局面 ,正如中国国际法学会首任会长

宦乡所说 ,“根本问题就在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认真探讨当前国际和平和发展中以及我国对外交往和

对外开放中提出的新课题 。”
[ 28]

(第 314 页)

第三 ,国内虽然各种学术活动开展得比较多 ,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但仍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方

面 ,由于我国国际法存在“三国”之势 ,大家各自画地为牢;另一方面 ,理论研究的缺少 、专业化程度的加

深和技术性研究的增加 ,导致很多学者事实上已无法和其他人进行良好沟通 。“百花齐放”有余 , “百家

争鸣”不足 。

第四 ,中国国际法学界尚无法与国外学界同行进行平等对话 。国外不仅对我国国际法学术研究和

总体发展情况不了解 ,更不可能对我国国际法在新世纪的定位和建立中国国际法体系的努力给予积极

的关注。

简言之 ,中国国际法目前面临的更大挑战是 ,国际法的发展已经明显跟不上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

际地位提高的节拍 ,跟不上社会发展和国际国内法治对国际法的要求 。

(二)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

1.影响中国国际法实践与发展的主客观因素

纵观新中国国际法 60多年的实践与发展 ,前 30年如蜗牛爬行缓慢而艰难 ,是与中国不利的国际环

境和闭关自守的国内政策紧密相连;后 30 年如顺水行舟一日千里 ———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前

10年和新世纪以来的 10年 ,是与改革开放后国内政策的调整和相对宽松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 。新中

国成立初期因为需要巩固新生的政权在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峙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因为被世界孤立

而选择了孤立。后 30年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两极解体多极尚未形成的一超多强的世界中迈出

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因为选择了开放而面对开放的世界 。这是影响中国国际法实践和发展的客观因

素。

就主观来说 ,一方面 ,与国家的实际需要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际法的适用范围限于传统

的“高级政治” ,调整范围相对较小;而 70年代开始的世界国际法的革命使国际法的主体 、调整范围 、具

体内容极大丰富 ,新的法律部门不断涌现 ,大大增加了学习和研究国际法的难度 。另一方面 ,新中国成

立初期因为面临与国家和政权命运密切相关的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受到相当的重视 ,早期的国际法学者

和研究人员也大多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国际法教育 ,对国际法的理解与当时的国际法体系有更多相通之

处;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国际法学者和研究人员主要是在受前苏联体制和国内政治导向环境中建立起

来的中国自己的国际法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 ,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 ,加上东方文化相对西方的异质性

与植根于西方基督文明的现行国际法体系表现出的不相适应 ,国际法的实践和发展反而不如前 30年那

么印象深刻。总体上 ,中国国际法的实践与发展受到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和制约。

2.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

(1)注重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 ,历来是中国国际法的软肋 ,而且成为中国国际法发展的

瓶颈和主要障碍 。近 30多年来 ,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一方面 ,我们应对国际法的基础问题 ,如国际法的

主体 、国际法的渊源等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 ,应在我国重大外交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总结 ,提炼出具有

中国文化底蕴的可向全世界推广的创新性的国际法理论。

(2)理论联系实践。如前所述 ,新中国前 30年国际法的发展 ,突出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 。最近

30年 虽然中国国际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突出的亮点并不多 这与国际法研究与实践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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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的外交实践联系不够紧密有相当的关系。理论应从实践中来 ,最终要回到实践中去 ,并指导服务

于实践 。2009年 12月 7日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薛捍勤博士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国际法院的咨询案件 ,就

科索沃临时机构单方面宣布独立问题作口头陈词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反响 。这说明在准备陈词的过

程中实务部门和国内国际法学者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可以发现 ,在国际法院该咨询案件的

整个书面呈词和口头陈词阶段 ,对这一必将对当代国际法理论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事件 ,几乎所

有参与方都是实务部门和学者的联合体 。只有理论联系实践 ,国际法才有生命力。

(3)及时跟踪 ,发出中国的声音 。前面谈到 ,世界国际法学的理论与实践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之中 ,不

断有新的理论推出。中国国际法学界要及时跟踪 ,而不是目前的盲目跟风 、人云亦云 。我们要站在国际

法发展的最前沿 ,对最新的国际法实践和理论大胆提出中国学者的观点和看法 ,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

这样才可能抢占制高点 ,逐步拉近和世界国际法的发展差距 ,并进行有效平等的对话 。这也是进行理论

研究并可能提出创新性观点的重要方式 。

(4)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中国前 30年中国国际法学界基本和外界隔绝 ,严重影响了中国国际

法的传播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前 10年是中国国际法和世界国际法学界交流的黄金阶段。一些中国国

际法学家走出去 ,也有一些国际法学家来到中国进行交流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国际法发展的突飞猛进

期 ,应该说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催化剂。上世纪最后 10年 ,虽然中国国际法学

界做了一些努力 ,但是受整体外部环境的影响 ,国际法发展遇到一些问题 ,与外界的交流也波澜不惊。

新世纪以来 ,国际交流与合作重新活跃起来 ,这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一批在国外工作和学习 ,包括在

国际组织工作的学者回到国内 ,带动了中国国际法学界和国外学界的交流与合作;第二是在国际组织工

作或重要国际性学术机构中的中国学者已逐渐形成国际上的中国国际法学者群体 ,产生了相当的示范

效应;第三是一批国际法教师 、研究生 ,甚至本科生前往国外著名的大学 、国际法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交

流 、学习 、访问和实习 。在当前整体上中国国际法学界尚无法和国外学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形势下 ,尤其

要加强“请进来”和“走出去”的交流与合作工作。

同时 ,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 ,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第一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政治)的关系。国际法植根于 、服务于且受制于国际关系。当然随着世界

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国际法服务于国际关系的方式和国际关系制约国际法的形式

会发生变化。后冷战时代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给传统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理论

与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 ,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如国际法的碎片化证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联系

已不似冷战时代那么紧密;但是由科索沃独立引发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问题表明 ,国际法摆脱国际关系

的束缚是不可能的。

第二 ,国际法研究与国家外交实践的关系 。毫无疑问 ,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而言 ,

国际法的研究与发展首先要为本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服务 。新中国前 30年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

还能涌现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 ,不能不说与当时国际法和外交实践密切的联系有关。而有段时间 ,由

于种种原因 ,中国国际法的研究和实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象 ,既影响国家的外交实践 ,也使国际法自

身的发展缺乏原动力 。即使是现在 ,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和国家外交实践的关系仍不能说走上了良性

互动的新阶段。脱离了国家外交实践的国际法是没有生命力的 。

第三 ,革命者与改革者的关系 。新中国前 30年 ,中国在国际法体系中的角色大多界定为革命者。

在国外学者的眼中 ,至少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国际法 ,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 ,阶级分析法是国际

法研究的主要方法 ,中国国际法的贡献和创新反而被忽视 。但革命的中国因为文化大革命错过了发轫

于 70年代的国际法的革命岁月。事实上 ,中国的革命者角色更多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者在国际法领域的

体现而已 ,并非真正的国际法革命者 ,中国也从来没有“革”过国际法的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一定

程度上有一些革命者的心态 ,但那只是对国际法的发展 。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际法已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 ,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但是这并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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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当前的国际法体系是全部接受的 ,也并不表示当前国际法体系和中国自身的利益是完全吻合的。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以及责任的增加和提高给当代国际体系和国

际法律秩序提出了新的课题 ,也给中国国际法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

和谐世界 ,需要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整体利益提出新的系统主张 ,对现行国际法体系进

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与完善 。

(三)夯实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法律基础 ,形成中国自己的国际法学体系

回顾总结 60多年来国际法在我国的发展和中国国际法学 60年来的历程 ,国家政策和国际形势都

对我国国际法实践和国际法学的每一个方面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但是 ,从 60多年历史来看 ,与外部

影响相比较 ,决定我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发展命运的还是国家政策。

当前 ,一方面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在持续 ,世界经济复苏前景还不明朗 ,全球失业和贫困人口数量

上升 ,发展不平衡更加突出 ,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 、能源资源安全 、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进一步显

现 ,恐怖主义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跨国有组织犯罪 、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 ,

一些热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地区局部冲突此起彼伏 ,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给世界和平与

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另一方面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和平 、发展 、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

强劲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深入人心 ,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成

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 ,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发展潮流的科学判断 ,中国审时度势 ,于 2005

年提出了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思想 。2007年10月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具体内涵:“我们主张 ,各国人民携手努力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

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 ,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在国

际关系中弘扬民主 、和睦 、协作 、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

上相互合作 、优势互补 ,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 、普惠 、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 、求同存

异 ,尊重世界多样性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 、加强合作 ,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

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 、协力推进 ,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

地球家园 。”[ 42]
(第 2 版)2008年 7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

进一步提出 ,应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 、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 、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

体系和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
③
。2009年 7月 ,在中国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

涛明确指出 ,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 ,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 、经济上更有竞争力 、形象

上更有亲和力 、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和外部条件。2009年 9月 23日第 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 ,胡锦涛主席向 190 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倡

导: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 ,促进共同繁荣;用更开放

的态度开展合作 ,推动互利共赢;用更宽广的胸襟相互包容 ,实现和谐共处 。他呼吁 ,国际社会应该继续

携手并进 ,秉持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 、包容理念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 43]

(第 2 版)。

10月 1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之际 ,胡锦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

“我们(中国)将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的崇高事业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
[ 44]

(第 1 版)

据认为 ,中国似乎向世界保证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 。“但是中国

的和平崛起与否取决于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保持和平 、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现实和合作的态度的话 ,中

国将实现和平崛起;相反 ,把中国的崛起看做是威胁的话 ,中国就一定会相应成为一个威胁的存在。” 美

国中国问题专家裴宜理(Elezabeth Perry)博士(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最近在与韩国首尔大学外交学系教

授尹永宽(前外交通商部部长)的对话中发表了如上看法④ 总之 中国的崛起不但需要内政的调节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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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

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 ,既勾画了中国新世纪外交战略的总目标 ,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 ,也指明了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将为推动和

谐世界的构建而踏上新的征程 。

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全世界对中国的期望都表明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中国 ,不能再仅仅满足

于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 ,而将更积极地扮演维护者和建设者 。这就要求中国不仅要模范遵守国际法的

现有规则 ,更要积极参与到制定国际法新规则的进程中去。最近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提出了

“遵循或屈从于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对中国究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还是要坚持到底的终极选

择?”的问题⑤。新中国老一代国际法学者一直有一个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法学体系的梦想。

开放繁荣的国内环境和加速变革的国际格局为中国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历史机遇 ,

也赋予了中国国际法学者和工作者更重要的责任与使命 。21世纪的中国需要真正有全球性视野和理

论与制度创新的 、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国际法学 。时代需要我们对国际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现实要求我

们有效地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呼唤中国学者运用五千年的文

明与智慧为世界国际法学作贡献。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最重要的是要总结中国的实践和经验”
[ 45]

(第 12 页)。在庆

祝新中国成立 60周年之后 ,中国国际法工作者必须进一步研究解决中国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与实践科

学发展观中出现的各种国际法问题 ,为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对外交往服务 ,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外交决

策提供法律建议 ,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还必须为建立一个公平 、公正 、服务于全世界的

国际法体系而努力。

注重国际法与国内法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 ,运用法学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 ,研究国际法对国内

法律制度的实际影响 ,认清国际法在国际关系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更新国际法观

念 ,关注欧美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正在从以政府(government)为中心向以治理(governance)为中心转变

的发展态势;深入研究 9·11以来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遭受的重大冲击 ,认真对待近期全球金融危机对

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法律智慧与制度设计方案;探求改革现行国

际法律制度和实现人类持久和平与普遍正义之路 ,扎扎实实地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进程 ,使国际

法在我国法治进程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

不仅使我国尽早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而且使我国在国际法律社会中尽快完成

新成员向核心成员的角色转变直至最终成为举世公认的建设和谐世界的领导者 ,在中国法与国际法互

动过程中推动国际法的中国化 ,清醒 、自信 、坚定地推进中华王道文化的国际法实践对具有西方霸道文

化基因的现行国际法的改造 ,使世界国际法真正体现世界各大文明精华并成为维护全球社会长治久安 、

公平正义 、和谐发展的法律资源 ,是 21世纪我国国际法领域有关各方和工作者应当承担的历史重任。

注　释:

①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资料整理 , 参见 http:// w ww .npopss-cn.gov.cn。

②　如国际法院法官史久镛(2000-2006年分别担任副院长 、院长),联合国前南国际刑庭法官刘大群,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

会委员 、国际法院法官薛捍勤, 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法官高之国 , WTO 上诉机构成员张月姣 , 以及国际法研究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中的中国学者群, 包括 Roy Lee(2001 、2005、2007)、薛捍勤(2005)、刘大群(2007)和易显

河(2009)。

③　参见 http:// w ww .fmprc.gov.cn/chn/ pds/ ziliao/ zy jh/ t473242.htm

④　参见 http:// w ww .stnn.cc/ ed china/ 200911/ t20091119 1187100.html

⑤　参见 http:// w ww .stnn.cc/ ed china/ 200909/ t20090918 11288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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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founded fo r m ore than 60 years.Taking the

star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a landmark ,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tw o stages :breaking the o rder and const ruct ing the new o rder for survival ,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development .Putt ing fo rw ard and perfection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m ade to internat ional law in the fi rst stag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tarts , China' s international law pract ic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 practice , capacity-building and o ther aspects.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has ente red into the “ go lden times” of development .H ow ever , in general , the gap

between the lev el of interm ational law of China and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s no t yet narrowed.

O n the one hand ,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does no t satisfy the need of internat ional law w ith China' s

peacefu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 i t also po ses a m ajo r challenge to a ha rm onious w orld

concept .In the 21s t century , the historical mission should be undertaken by all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yers is , to push fo rw ard so lidly the rule of law in bo th domest ic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so as to

create a good leg al ci rcumstance fo r the harm onious society and harmonious w orld as w ell ;and to push

the sinic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ro cess of interaction betw een Chinese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o rder to make international law become the one w hich really embodies the essence o f all kinds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leg al resources of m 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so cial secuity , equity and justice , and

harm onious development .

Key words: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 istence ;harm onious

w 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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